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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余 开 亮　 　 　 蒋 一 书

　 　 摘　 要：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

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 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

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

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 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

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道关系；教化；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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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鲁迅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并举，称赞其“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１］ 后，
《文心雕龙》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丰

赡。 然而，２０ 世纪以来对《文心雕龙》的讨论很大一

部分都限定在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范围内。 这种

从现代文学理论或自律美学出发的讨论模式，遮蔽

了刘勰作为古代文士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背景以及

传承道统教化的责任意识，让《文心雕龙》脱离了古

典文论的整体视域，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纯粹写作

或批评经验的理论总结。 本文试图从古典文论的整

体性、关联型阐释视域出发，从文道关系论、创作主

体论、理想作品论三个层面①，揭示《文心雕龙》论

文时一以贯之的教化美学思想，展示刘勰在“文明”
“文教”宏大格局下所具的“为文之用心”。

一、文以明道：重建文道关系

作为对文的根源的确证，文道关系是传统文论

与美学的重要命题。 将文与道密切关联，表明文不

仅具有经验表达的意义，更具有形而上的美学价值

关怀。 《文心雕龙》以《原道》为开篇，显示了刘勰对

于文的存在价值的高度重视。 纪昀评曰：“自汉以

来，论文者罕能及此。 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

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

然。 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２］４可见，刘勰《原道》篇
对文道关系的论证不是一个文以载道的经验性问

题，而是将道与文的关系视为一种本末体用关系，富
有创见地对文进行一种形而上价值的重建。

刘勰对文道关系的重建，直接针对齐梁年间新

奇浮靡、乖谬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 在《序志》篇

中，刘勰以孔子门徒自居，意图恢复文章的文明教化

性与树德经世之用。 在他看来，那种只顾辞藻、浮华

不实的文风远离圣人创作文章的初衷。 在一个注重

“纯美文”的时代，要重新让人接受“道之文”，刘勰

需要从根本上做出让人信服的理论辩护。 这种理论

辩护从逻辑上应完成两大论证：其一，文与道是共生

的，具有必然性关联，如此能使“离本”之“纯美文”
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其二，确定道的基本属性，从而

使“道之文”彰显一种儒家教化的价值倾向性。 刘

勰的《原道》篇正是通过对这两大问题的逻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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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与道的彰显内在勾连，重建文道关系。
众所周知，刘勰《文心雕龙》所论之对象是写就

的文章或文辞作品。 然而吊诡的是，刘勰在《原道》
篇中却是在天文、地文、物文、人文等更为广泛的意

义上来谈论文的。 刘勰对文的这一语义转移，合理

的解释只能是他意图改变当时仅将文论视为文章创

作或批评论的局限性看法，而将文与更为整全的道

之意义关联起来。 作为一种论证策略，刘勰将文的

语义扩大，以便于建立文与道的直接性关联。
《原道》开篇便将文与天地创生之道相关联：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范文澜将

“文之为德”理解为“文德” ［２］５－６，指美好的德行；周
振甫将“文德”理解为“文本身所具有的属性” ［３］１０。
二者都没有将“文”“德”作为两个独立概念来理解，
与刘勰对“文”之独立地位的认识相悖。 笔者赞同

张少康“‘德’就是‘得道’的意思” ［４］６０的说法，认
为“文之为德”即“得道之文”，指的是文对道的禀

受。 事实上，在老子《道德经》和《礼记·乐记》中，
“德”就是“得”或“得道”之意。 从宇宙生成论看，
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其本身就是禀道而生的，是道

创生天地万物的并生物。
文不仅由道创生，是道的生成物，而且是道的感

性显现，是对大道的一种主动彰显。 在论证“与天

地并生”的文之属性时，刘勰借用《周易》对天地的

描述展开进一步论述。 刘勰将“日月之象”“山川之

形”概括为天与地的“文”：“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

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原
道》）前一句中，刘勰糅合了纬书《易坤灵图》和《离
卦·彖传》的阐释，认为日月就像交叠的玉璧，悬附

于天，展示出天的光辉之象。 《离·彖传》云：“离，
丽也。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其本意为日

月附着于天，草木依附于地。 与接下来的“重明以

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５］１３４共同表达的含义是，只
有满足这种依附关系———依附于正道———日月草木

才能“是其所是”。 从“日月丽乎天”到“日月叠璧，
以垂丽天之象”，刘勰的重点已不在说明日月对天

的依附性，而是强调日月之象对天的显示。 他为过

去文本中被视为附丽的意象赋予了主动彰显大道价

值的内涵。 后一句中，刘勰直接使用“焕”“绮”这两

个有强烈形容词性的词语，来描述山川鲜明光亮、纹
理华美的特质。 通过将这种强调外在特质的山川赋

予“铺理地之形”的属性，刘勰亦将“文”这一始终被

动依附于“道”的范畴，提升至与“道”互相依存并主

动彰显大道价值的地位。 可见，文不但与道具有必

然性关联，而且还以自身形象主动去显现道。
刘勰用天地之文立论，较为简便地建构了宇宙

创化之道与文之间的本末关系。 但他论文的最终指

向是人之文，是文章。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继续借

用《易传》的宇宙论思想，提出人作为性灵所钟，与
天地并称为三才，皆为道所创生。 既然连天地、动植

物等“无识之物”都“郁然有采”，作为“有心之器”
的人也必然有文。 那么，人之文是什么呢？ 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是刘勰论证逻辑的一个转折点。 刘勰没

有从身体之文的角度来厘定人之文，而是从心灵之

文的角度进行论证逻辑的转换。 刘勰说：“心生而

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原道》）心灵是

人的生命之本，而语言又是心灵之声，故由语言而形

成的文章就成了人之文。 将文章厘定为人之文，刘
勰最终完成文道共生关系的建构。 在这种文道关系

中，一方面，文章作为人之文，秉承道的形而上价值，
是对大道的人文彰显；另一方面，如同万物以自然文

采作为自身的标记一样，文章也因此成为大道赋予

人在天地之间存在的一种标识与文明印记。 《序
志》篇云：“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

处世，树德建言。”可见，立言作文既是君子对创生

大道的自觉回应，也是君子在世的人文标识与生活

证据。 文以明道，既是天道所授的必然要求，又是个

体生命对处世意义的一种自觉性人文担当。
在文的形而上价值根源得到确立后，刘勰转而

进入历史叙事，通过先圣之文来揭示文与道的具体

内涵。 自伏羲创八卦、仓颉造字至 《诗》 之 《雅》
《颂》，刘勰梳理了一条以美好文辞描述政治教化、
业绩功德的文章发展史。 这种历史叙事的目的很明

显，就是要以历代圣人之文来例证彰显道的文章应

该是怎样的。 刘勰在概述完先圣之文后，重点突出

了集大成者孔子的文：“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

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

民之耳目矣。”从这组句子看出，被刘勰树为典范的

文章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作者的情志与文章的辞

令，经过雕琢打磨而得以展现；文章所蕴含的道德学

问能够影响广远，泽被后世；这种文章既能显明天地

之道的光辉，又能开化世人的耳目。 可见，刘勰心中

典范的“明道”之文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文明教

化之文。 教化之文不是“纯美文”，而是一种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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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道德人格、政治理想、生民命运等紧密相关之

文。 教化之文关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合理的政治秩

序、有益的功勋事业、良善的道德人格等生活内容，
以此人文来化成天下。 刘勰通过梳理文在教化意义

上的历史，重新确立儒家传统的人文价值。
既然“明道”之文是承载儒家人生理想的教化

之文，由此反观，刘勰所论之道的属性就较为清晰

了。 关于《文心雕龙》所论之“道”的属性，从当前学

界的主流意见来看，大致有儒家之道（易道）、道家

之道、佛家之道、儒道兼综、三教合一等论说。 这些

观点在《文心雕龙》中都能找到一些证据支撑，但从

刘勰的论文意图以及专论文道关系的《原道》篇来

看，《文心雕龙》所论之“道”为儒家之道是非常明确

的。 由于儒家的形而上之道是由《易传》所奠定的，
故刘勰论文所要彰显的道只能是易道。 詹锳明确指

出：“刘勰所谓道，就是《易》道。” ［６］ 在《易传》哲学

中，儒家圣人就是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方式来开显

天地创化之易道的。 《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５］９７

《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５］１０５

易道是自然义与伦理义的融合，是一种生生之大德，
为儒家文教的形而上根据②。 儒家的六经即是圣人

依天之神道而创建的文教。 刘勰在《原道》最后一

部分就直接援用《易传》哲学：“原道心以敷章，研神

理而设教……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故

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作为理想的

创作者，最能推阐天道创生不已、阴阳不测、继善成

性之神理，其文章即是显明天道之典范，是化成天下

之文。 王元化认为： “ 道心、 神理、 自然三者可

通。” ［７］刘勰实际是要证明，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
是神圣天理的开显。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 （《明
诗》）一个人一旦具有一颗明了儒家道、圣、文内在

关系的“道心”，其“文心”将必然自觉地去追求一种

“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的教化

价值。 《原道》篇为“文 ／文心”确立了“道 ／道心”这
一牢固的道德和价值根源。

这样，刘勰为文道关系的重建完成了理论上的

辩护。 面对齐梁年间文学教化价值的弱化与背离现

象，刘勰重新申述了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以及由此

而来的文的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据。 这种文道关系

的重建，将文置于一种文明、文教与人生意义自觉的

哲学高度，突破了文论的经验领域，已然是一种美的

形而上学。

二、感物吟志：重塑创作主体

虽然“文心”的价值根源于“道心”，但其具体的

实践还有赖于“性灵所钟”的创作主体。 有了对文

章形而上意义的自觉认知，文章创作者内在的情感

发动就有了阀门，有了“志”的方向。 与美的形而上

学一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为文主体的美学特

性亦进行了论述。 在调和传统儒家言志主体与魏晋

以来情感主体的基础上，刘勰重塑了一种 “物—
情—志”相统一的创作主体，赋予儒家创作主体更

鲜明的美学色彩。
在儒家“诗言志”的诗学传统中，虽然情、志是

混同为一的，但道德情感或伦理成分在其中占据的

地位更为重要。 从美学历史发展来看，先秦儒家对

创作主体美学特性的认知尚未完全自觉。 随着历史

的发展，在道德情感之外，感物之情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其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也得到更多的重视。
龚鹏程认为，汉代时期的文学创作关注重点就已经

转向个体的抒情［８］５３，即区别于先秦对理想的道德

人格的描述，开始关注现实中流动不居的情感心理。
随着魏晋感性个体生命的自觉，个体生命与外在世

界相遇生成的感应之情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与动

力。 魏晋文学理论开始强调创作主体要主动且直接

地与外界相感应，以进入独特的情物一体的审美状

态。 由此，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学史上的一个

著名命题： “诗缘情而绮靡。” ［９］９９ 这一命题将对

“情”与“绮靡”的追求相并列，鲜明体现了六朝时个

体审美意识陡增的风潮。 陆机所言之“情”已经脱

离先秦美学面向群体、注重德性传达的情志，转而成

为作家本人对创作动机的定义，正如有学者所言：
“‘诗缘情’是基于创作立场的理论，是创作者对于

创作机制的主动探求。” ［１０］可以说，魏晋以来，整个

诗文创作的主流是在独标情感与追求辞藻。 以现代

文学观念来看，这种创作追求有“情的自觉”与“文
的自觉”的历史意义，应该大书特书。 然而，当这种

对“情”与“采”的追求流变为虚情假意与浮华诡异

时，文章的创作则可能走向另一极端。 放在儒家教

化哲学语境中，这种离弃道德意志而只顾情感与文

辞之美的创作机制会被视为一种歧途。 李谔对齐梁

年间的文风这样评论：“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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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
政日 乱。 良 由 弃 大 圣 之 轨 模， 构 无 用 以 为 用

也。” ［１１］５在刘勰看来，那些追求新奇的创作者，是
“为文而造情”，追求的是文辞的浮华艳丽以及情感

的虚假泛滥。
针对文坛的这种弊病，刘勰对创作主体进行了

新的理论塑造。 一方面，为适应时变以及更贴合创

作规律，刘勰高扬魏晋以来的感物之情，对创作主体

理论进行新的美学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文章之用重

归人文教化轨辙，刘勰坚持儒家传统的“诗言志”理
论，重新强调创作之“志”的问题。 可以说，刘勰通

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创造

性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为文主体。
刘勰《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

吟志，莫非自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不同

于孟子道德性的四端之情，而是一种自然感物之情。
这种经由外物而自然感发之情进入文艺创作活动，
可以转化为一种审美情感。 刘勰对感物之情的重

视，既改变了儒家“诗言志”论中创作主体的内在构

成，又对物自身的形象性予以充分尊重，从情景两端

赋予创作主体一种鲜明的美学性。 在主体构成层

面，刘勰充分认识到生命才性、气质等因素在创作上

的重要性。 因而，他在《文心雕龙》中多方面强调作

者自然生命之才性、气质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如《神
思》篇中的“人之禀才，迟速异分”，《体性》篇中的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 “才力居中，肇自血气”，
《才略》篇中的“性各异禀”，等等。 不同于德性主

体，个体的才能、胆量、气质、个性等呈现的是生命的

感性构成形态。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物色》）
当这种生命感性形态与外物相感发时，自然情感就

得以滋生。
在对物的感受性形象层面，刘勰弱化了“诗言

志”传统对外物的道德比附性，而对物的感性客观

形态予以重视。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物”
多是作者起兴的工具，它们面目模糊，只作为某一类

事物的名词出现。 钱钟书就说：“窃谓《三百篇》有

‘物色’而无景色。” ［１２］然而到了魏晋时期，“物”的
作用不再简单地局限于赋比兴传统中“先言他物以

引起所咏之辞” ［１３］的作文技巧，而在于激发作者情

思与生成意象。 “物”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必要情

境。 落实到创作活动中，主体的感性形态（情）与物

的感受性形象（景）进行密切的结合。 “情以物兴”

“物以情观” （《诠赋》）的创作兴发模式，使得创作

过程中的主体处于一种鲜明的审美状态。 刘勰充分

意识到这种情景交融的主体创作状态：“写气图貌，
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物

色》）情景交融理论是即景抒情与融情于景的有机

合一、浑融一体。
刘勰对魏晋以来感物理论的接受，使得文章创

作活动具有了鲜明的美学性。 在“诗言志”传统中，
德性主体往往会对包含社会政治生活在内的外界事

物进行一种道德化改写，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创

作活动的粗糙。 刘勰对情景两端感性的关注，使得

创作活动变成了情感主体对外界事物（尤其是自然

景色）的审美化书写。 不过，刘勰并未止步于此。
在审美的创作心理下，他又将“志”的问题在创作主

体中予以强调。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明诗》）
感物之情被激发的同时，内在心志也自然而然地得

以呈现。 由此，刘勰所描述的内在的创作心理状态，
实处于一种情与志或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相互融合

的状态。 对于这种融合状态，刘勰在《神思》篇写

道：“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

管其枢机。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

有遁心。”这里，志气成为创作主体心理运转的关

键。 在儒家思想中，作为“心之所之”的志是心的一

种控制功能，体现的是儒家的精神价值追求。 《孟
子·公孙丑上》言：“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１４］

气是儒家对生命主体内在构成的描述，而志在身体

之气的流动中起统率作用。 也就是说，在主体的内

在心理情感运行过程中，志气如同开关，对情感的发

动起到统率控制作用。 刘勰要求在创作过程中，通
过“志气统其关键”来保障主体人文精神、文化价值

的高扬。 如此，儒家诗学传统下的“言志”的道德内

核以一种主体心理状态得以保留。 《养气》篇云：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正因志气的调控，主体

的情感发动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有所定、有所止，
实现了情与理的交融和畅。 《体性》篇云：“气以实

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明诗》篇：“诗
者，持也，持人情性。”创作活动中的“定”“持”等，都
来自志气的统摄功用。

从物的感召、情与景的激荡，到想象的飞扬、志
气的兴发，再到文辞的表达，刘勰对文章创作规律有

着深入的总结。 刘勰理想的创作主体在直观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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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物后，进入“联类不穷”的思维境地。 创作主体既

不像六朝时文那样流连于刻画外物，也不像先秦之

文那样往往以外物为寄寓，而是在“随物宛转”的过

程中“与心徘徊”。 此时，主体已经从身观目视进入

沉思的领域，主导其创作的心理由物色所激发的自

然情感，变成融合自身风格学养的内在心志与后天

情理。 这即是刘勰在《体性》中总结为“情动而言

形，理发而文见”的创作过程。 情是受物色相召，由
血气骨肉主体激发出来的自然之情；理则是人作为

天地之心，经过征圣、宗经的陶养后铸就的人文之

志。 通过主体天然禀赋的“七情”激发主体的人文

之志，刘勰完成对“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论证与

描述。 通过对创作主体心物关系中感物之情与神思

之理的规定，刘勰既恢复了儒家传统对情志的人文

精神要求，又保留了文学创作由情物感发的审美需

要。 显然，刘勰所倡导的这种“物—情—志”圆融的

创作主体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美学主体。

三、衔华佩实：重释理想之文

文道关系是从宏观意义上对“文”作形而上价

值的重新建构，情志关系则是对为文之创作主体进

行重新塑造。 不过，要重建“文”的价值内涵，最终

落点还是在对文辞作品的具体要求上。 “江左齐、
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
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
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１１］５出于

对时文“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
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的不满，刘勰在发展

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的基础上，从文章形式（华）与
文章内容（实）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对文胜

而质亡的时代弊端进行了纠偏。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１５］２２孔子理想的人

格美是内在仁善之质与外在举止仪态的相得益彰。
这种人格论上的“文质彬彬”和其诗乐理论上的“尽
美尽善”是一致的，都代表了儒家的审美理想：文质

兼备、美善合一。 这一审美理想在汉代被表述为华

实关系，如扬雄所说“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
实副则礼” ［１６］ 。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地用华

实关系来谈论理想文章之美，如“然则圣文之雅丽，
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征圣》），“玩华而不坠其实”

（《辨骚》），“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明诗》），“揽华

而食实” （《诸子》）， “华不足而实有余矣” （《封

禅》），“华实相扶” （《才略》）等。 相比于文质，华、
实概念源自于自然意象，更加凸显文章的美学品性。

从文章形式来说，刘勰在两个层面对儒家传统

之文进行了发展。
一方面，刘勰对文辞本身的重要性予以更充分

的强调。 魏晋到齐梁，对文辞的追求成为一种时代

风尚。 刘勰虽然站在儒家立场来谈论文章之道，但
他反对的是唯文辞之美的创作论调，并不反对文辞

之美本身。 在《序志》篇中，刘勰对文章整体性有一

逻辑架构：“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

骚。”在这五篇文之枢纽中，“文”的意义逐渐由道之

文、人文之文、政教之文、经文之文，转移到文学之

文。 这一逻辑架构表明，只有完成对纬书的酌取与

对骚体的参变，“文”的含义才由纯粹道德性的“经”
转移到具有审美特质的“文”。

《正纬》和《辨骚》对儒家伦理传统中的文学理

论作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性补充，从创作意图上

表明刘勰的文论虽以儒家经学为典范，但其落脚点

却在具有美学特质的文章上。 “纬”是相对于“经”
而言的，为汉代儒士依托经书而附会的神秘之学。
刘勰指出谶纬之学的四“伪”。 其中，“经正纬奇”
“神理更繁” 是从语言本身强调纬书的 “不正”。
“奇”与“繁”不仅是纬书的语言特征，也恰是刘勰所

诟病的时人的文字特征。 但刘勰也指出，纬书“事
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可

见，刘勰虽从内容之“伪”的角度否定了纬书意图与

经书共同作为“世训”的合理性，强调了经书在政教

方面的独立地位，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他并没有

完全否定纬书，而是提出应该“芟夷谲诡，糅其雕

蔚”，即舍弃其中奇诡的内容，取其雕琢丰富的辞

采。 在《辨骚》中，他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 刘

勰综述了前人对楚辞的评价，批评他们“鉴而不精，
玩而未核”。 刘勰所引的评论皆以是否符合经义为

第一标准，且都是笼统概括全篇。 刘勰出于“宗经”
的基本立场，在认为《楚辞》远不及《诗经》的基础

上，却特别肯定它是“词赋之英杰”，“自铸伟辞”。
这里，刘勰从文学的风教作用过渡到了文学的感情

文采。 他列举楚辞中的作品，从文辞的丽采和情感

的丰沛两个角度进行评论，称赞它们“朗丽以哀志”
“绮靡以伤情”“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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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止乎礼的有节制的情之特

征，而是包含《离骚》 《九歌》这类具有强烈的悲怨、
自弃色彩的消极的个人感情。 同样，其中的文辞也

并不完全符合以《风》 《雅》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雅

正端庄，而是绮靡、诡谲和瑰艳的。 刘勰对《楚辞》
文章高度总结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
难与并能。”可以说，刘勰从语言形式和文字风格的

角度，将《楚辞》树立为古今文章的典范。 除了在文

之枢纽部分对文辞之美进行总论外，刘勰还在《镕
裁》《声律》《章句》《丽辞》《夸饰》《练字》《指瑕》等
篇章中，专论修饰文辞的重要性。 这方面学界已有

很多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刘勰对文辞与描述对象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更具审美性的黏合。 文辞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抽象的归纳或简单的类比，这必将提升文辞

的表现力。 伴随魏晋以降物性的独立和情感的自

觉，如何用文辞更为贴切地描绘外物、表现情感，使
文辞与情物贯通一气，一直是文论家不断反思的问

题。 陆机在《文赋》中谈到文章写作的困境就在于

“物—意—文”的贯通性问题：“恒患意不称物，文不

逮意。” ［９］１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很自觉地回答了

这一问题。 从“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窥意

象而运斤”“结虑司契” （《神思》）以及“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 （《物色》） 的表述可知，刘勰极为重视

“物—情（志）—文”之间的自然激发作用，并认为

“以切至为贵” （《比兴》）。 可见，刘勰将文辞的选

择与情志表现、外物描绘以一种更自然、更贴切也更

具审美性的方式连接起来。 这就表明，刘勰的

“物—情（志）—文”创作路径相比先秦的“志—言—
文”路径更符合创作的规律性要求，这就大大提升

了文辞之美的合理性。
刘勰对文辞之美的注重与文章内容的传达不可

分割。 “辞为肤根，志实骨髓。” （《体性》）在华与实

的关系上，华、实不可分割，实更为根本。 《情采》篇
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
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一方面，情理是

经，文辞是纬，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情理相比文辞更

为根本。 故刘勰又说：“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

志反，文岂足征！” （《情采》） 《诠赋》亦云：“文虽新

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一篇理

想的文章，应该先具有好的思想感情（情理、情志），
然后能用恰当优美的文辞传达出来。 刘勰对文章所

传达思想感情的强调，使得文章既不局限于繁采寡

情，也不耽情于风花雪月。 通过文章的思想内容去

呈现人生在世的所感所思与生命意义，刘勰重新打

开了文章与社会现实、政治理想、人格命运、人生价

值之间的内在关联。 这种注重文章思想情感传达的

观念，与注重声韵格律或极貌写物的时文完全不同。
刘勰对情理内容的注重在《风骨》篇中体现得

最为显著。 刘勰云：“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
吟铺辞，莫先于骨。”这里，风与情、骨与辞是匹配相

连的。 因此，对“风骨”之义最流行的注解为：“风即

文意，骨即文辞。” ［２］５１５ “风即文意”说的是文章内

容层面；“骨即文辞”说的则是文章形式层面，“是对

作品文辞的要求” ［３］２６３。 但这种将风骨一分为二

的注解可能并不符合刘勰本意。 刘勰其后有云：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

囿。”这里风骨与文采是相对立来谈的。 可见，风、
骨都是从内容层面来谈论文章的。 张少康说：“风
侧重于指作家主观的感情、气质特征在作品中的体

现；骨侧重于指作品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

量。” ［４］１４３所以，风骨侧重于指文章所具有的情理

内容、所传达的思想情感。 有风骨的文章既有感染

人、打动人的动情性，又有关涉人生意义、人格理想、
政治抱负的反思性。 由于建安文士既有对动乱时代

的深沉感慨，又有着建功立业、实现统一的理想愿

望，故刘勰称其文“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时序》），钟嵘则称其文具有“建安风力”。 陈子

昂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

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
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１１］５５刘勰也是基

于晋宋齐以来风骨、兴寄缺失的“文章道弊”之状，
意图通过高扬风骨之美将文章写作重新纳入忧生忧

世、经世树德的儒家轨辙。
这样，刘勰将对文学中儒家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最终落实到作品上。 《征圣》篇云：“志足而言文，情
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此处，志
足、情信与言文、辞巧互文见义，共同构成刘勰对理

想之文的内涵界定。 这种形式与内容、华与实辩证

统一的理想之文，在《文心雕龙》中还有“衔华佩实”
“舒文载实”“丽词雅义”“文不灭质”“表里必符”等
多种说法。 华实或文质只是刘勰对文章所作的一个

简单分析，而实际上，文章的形式与内容会因不同的

创作主体、不同的事与物、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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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技巧而呈现复杂的内涵。 因此，刘勰的理想之

文实际上是一种情、志、事、物（景）、文采等多元要

素内在共生、相互济成的有机整体性之文。 这种理

想之文所呈现的是一种“情深而不诡” “风清而不

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
丽而不淫” （《宗经》）之美，也是一种“以情志为神

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附

会》）之美。 如此，这种文章打开了一个整体性的生

活世界与文化视域：“远”与宇宙、自然、人生意义等

相连，“中”与社会、政治、道德等相切，“近”与才情、
学识、文辞等相关。 只有让文学写作处在这种整体

性、关联型的宏大视野中，方能担当起精神传承、文
明教化的重任。

经由美的形而上学、审美主体论、审美作品论的

理论建构，刘勰重构了“道—圣—文”一体关联的教

化的美学。 这种教化的美学确立了中国文章之美的

主基调，深远地影响到后世文章的写作观念。 关于

《文心雕龙》 对后世的影响，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龙学”主流往往认为《文心雕龙》作为古代“空前绝

后”的体系性文论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乃至将其视为唐宋复古思想的先声［１７］ 。 也有学者

认为，作为一部因受西方理论思潮影响才受到重视，
在古代却“并未获得青睐，亦少继承者” ［８］２４０的作

品，《文心雕龙》并不足以称为古典文论之最。 但无

论如何，从《文心雕龙》所代表的折中时代新风与儒

家传统的内在精神而言，它体现了古典文论的一种

人文进路。 尽管因为种种因素，导致《文心雕龙》在
古代受到冷落，但其在重振儒家风教理想与传承文

明道统层面功不可没，唐代和宋代兴起的古文运动，
其精神都与《文心雕龙》一脉相承。 这些文学变革

和随之而生的文学理论，代表了儒家士人自觉承担

教化之职，自觉以“文”去化成天下的精神追求。

注释

①文道关系论、创作主体论与理想作品论三大层面基本上可形成一

种教化美学的理论阐释结构。 这三个层面在《文心雕龙》中大致对

应“文之枢纽”“割情析采”与“论文叙笔”三大部分，在当代美学原

理中大致对应“美的本质”“美感”与“艺术”三大主题。 ②具体论证

可参看余开亮：《先秦儒道心性论美学》第二章第一节，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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